
贸易开放对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加入 ＷＴ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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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依据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 ２００５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数

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贸易开放对我国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的影响， 并得出以下

主要结论： 贸易越开放的地区，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越强， 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高

于向下流动的可能性。 机制分析表明： 贸易一方面通过增加较开放地区对高技能工人

的需求进而增加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通过促进个体向较开放地区迁

移进而提高代际间的职业向上流动性， 而贸易引致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的变化并

不能提高代际的职业向上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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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代际间的职业继承与流动， 表现了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涉及

与职业选择、 社会流动等相关社会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也决定着一个社会是否能

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群体的积极性， 进而从整体上提高生产效率 （朱晨， ２０１７） ［１］。 近

些年， 虽然公共教育的发展使得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能享受到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机

会， 但职业固化的代际传递现象依旧如故。 调查表明， 中国职业流动的世袭率高达

７６􀆰 ０４％， 而实际流动率只有 ２３􀆰 ９６％， 职业向上流动率为 １６􀆰 ９１％， 远低于许多发达

国家 （王春光， ２００３） ［２］。 由此可见， 提高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不仅涉及社会公平，
也关系着国民的切身利益。

为了研究贸易开放对我国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的影响，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 年第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 ２００５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 利用 ２００１ 年年底中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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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ＷＴＯ后所采取的单边关税减让措施作为贸易开放的衡量指标， 采用 ＤＩＤ 模

型， 探究了贸易较开放地区的子女是否有更大的可能性从事与其父亲不同的职

业。 由于我国各城市加入 ＷＴＯ 前初始关税水平 （２０００ 年） 与其加入 ＷＴＯ 前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 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 投入关税的减让幅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故我们利用各城市 ２０００ 年的初始关税水平来衡量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各城市的

贸易开放程度。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我国代际间的职业流动

性， 这一结论在父亲职业评分低于中位数的子女或在儿子和女儿的分样本回归中

仍然具有稳健性。 同时， 贸易开放还增加了子女职业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

性， 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高于向下流动的可能性。 从这一角度来说， 贸易开放

有助于促进社会的机会公平。
代际间职业流动性因其对社会公平的意义， 传统上是社会学的经典话题， 但近

年来经济学研究也开始介入， 典型如 Ｌｏｎｇ 和 Ｆｅｒｒｉｅ （２０１３） ［３］、 Ａｈｓａｎ 和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２０１７） ［４］。 有文献讨论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选择的影响， 主要通过 “人力资本”
和 “社会资本” 两个途径实现。 其中 “人力资本” 可以进一步细分工作能力和生

物健康状况， 父代的职业会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直接影响子代 （ Ｐｌｕｇ ａｎｄ
Ｖｉｊｖｅｒｂｅｒｇ， ２００５［５］； Ｇｕｒ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６］； Ｃｕｒｒｉ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ｔｔｉ， ２００３［７］ ）， 也可以

通过言传身教改变子代的偏好和观念来间接影响 （ Ｋｉｒｃｈｓｔｅｉｇｅｒ 和 Ｓｅｂａｌｄ，
２０１０［８］）。 其中教育可以产生多方位的影响， 在文献中比较受关注。 “社会资本”
可以被分为 “弱关系” 和 “强关系” 两类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７７） ［９］， 其中 “弱关

系” 主要起传递信息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常用于工作的匹配 （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１） ［１０］， 而 “强关系” 可以直接影响雇佣关系的形成， 在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是

普遍现象， 包括我们常见的 “攀关系” 和 “走后门” 等 （Ｂｉａｎ， １９９７［１１］； 边燕杰

等， ２０１２［１２］）。
基于以上文献的基础， 并考虑贸易开放对于经济产生的可能影响， 本文在识别

出贸易开放对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后， 还进一步探究了其中的影

响机制。 我们主要关注三个可能的渠道， 并使用数据进行了考察。 第一种影响渠道

是贸易开放提高了较开放地区的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继而增加子女职业向

上流动的机会 （Ａｈｓ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２０１７）。 第二种影响渠道是由于贸易自由化

提高了较开放地区的教育回报 （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１３］， 进而增加家庭对子女的教育

投入， 从而使贸易较开放地区的子女有更大的可能性从事社会地位高的工作。 第三

种影响渠道是贸易自由化促使个人向较开放地区迁移， 而较开放地区劳动力市场的

市场机制较为完善， “关系” 的作用比较淡化， 从而增加了迁移人口职业向上流动

的概率。
我们的实证结果主要支持第一和第三种影响渠道。 具体来说， 我们发现在贸易

较开放的地区， 子女有更大的概率从事高技能的职业； 贸易较开放的地区有更多的

外来人口， 即便在排除没有迁移历史的样本后， 贸易开放也显著提高了迁移子女代

际间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 且回归系数远大于用全部样本回归得到的系数， 说明个

体可以通过向较开放地区迁移， 来获得更多从事高级职业的机会。 对于第二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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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影响渠道， 其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需要较长的时间， 在短期内部分劳动力反而

因为贸易带来的就业机会放弃获得更多教育 （Ａｔｋｉｎ， ２０１６） ［１４］， 因此还有待更长

时间更多数据的检验。
这些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提高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劳动力市场人才禀赋错配的问题， 能够给政策制定带来新的参考信息。 传

统上， 我们通过制度改革， 如户口制度改革、 国企职工招聘制度的变革， 消除职业

流动过程中造成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提高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 现在， 我们为提高

代际流动性、 促进社会的机会公平提供了一条新的政策路径———坚持并深化对外开

放。 这一发现可以为未来的政策调整提供参照。

一、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与两支文献相关。 第一支是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实证文献。 国外对代

际职业流动的研究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９５８） ［１５］利用英格兰和威

尔士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职业的代际流动状况， 统计描述了十三类职业中父亲与

儿子的数量分布， 结果表明， 位于社会地位两端的职业代际继承性都比较高， 如父

亲从事较高层次的管理工作或从事体力劳动， 其儿子相对多数也会继承该职业。
Ｄｅ Ｊｏｃａｓ和 Ｒｏｃｈｅｒ （１９５７） ［１６］基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统计局的相关数据， 引入职业继

承性指数和流动性指数等指标， 对比了魁北克省母语分别为英语和法语的加拿大人

职业的代际效应。 他们发现， 两类人职业的代际继承性均较强， 但职业流动性的差

异较大。 Ｂｌａｕ和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６７） ［１７］基于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相关数据， 对美国职业

流动的模式、 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 指出美国在职业代际效应上也存在明显的相对

封闭性。
此外， 在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研究的基础上， 国外学者也比较了不同国家代际间

的职业流动特点。 Ｍｅｙｅｒ 和 Ｚａｇｏｒｓｋｉ （１９７９） ［１８］通过对美国和波兰的调查数据进行

比较分析， 发现美国和波兰职业的代际效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具体而言， 波兰代

际间的职业流动性要小于美国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 但两国城镇居民代际间的职业

流动性相差甚微。 Ｌｏｎｇ和 Ｆｅｒｒｉｅ （２０１３） 比较分析了美国和英国自 １８５０ 年以来家

庭的代际职业流动情况， 发现在 １９ 世纪， 美国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要高于英

国， 但进入 ２０世纪后， 随着人口迁移逐步稳定， 美国的代际职业流动逐渐放缓。
Ｋｗｉｅｋ （２０１５） ［１９］分析了在欧洲教育扩张的情况下， 欧洲的教育、 职业在代际间的

流动状况。 整体来说， 白领职业在代际间的继承性很高， 约为 ５０％ ～７０％。 而对于

高层次的职业来说， 代际传承度更高， 例如父代为高级工程师或立法委员， 其子代

从事该职业的概率是父代为其他职业的 ３􀆰 ３２倍。
除了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也有部分文献关注了发展中国家代际间的职业继承问

题。 Ｂｅｈｒｍａｎ （２００１） ［２０］通过对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教育和职业地位代际流动性的

分析， 发现美国代际间的流动性远高于拉丁美洲国家， 而代际间的流动性在拉丁美

洲各国间存在巨大差异， 并且拉丁美洲国家的代际流动性与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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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教育支出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Ｅｍｒａｎ 和 Ｓｈｉｌｐｉ （２０１０） ［２１］根据尼泊尔和越

南的调查数据， 分析了两国从农业部门到非农业部门流动的代际问题。 他们发现，
越南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要高于尼泊尔， 而两国女性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均普

遍较低。 Ｊｉ （２０１９） ［２２］基于职业选择模型， 量化评估了印度和中国代际间的职业继

承问题， 指出阻碍两国职业流动的两大因素———劳动力市场的摩擦以及对人力资本

获得的障碍， 并通过反事实实验发现： 如果上述两大阻碍因素能够降至美国的水

平，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会增长 ５７％ ～ ７３％， 而印度的劳动生产率会增长到原来的

四倍。
概括来说， 国外已有的相关研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对代际间的职业流动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探讨， 也为我国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对我国

代际职业流动的分析中也获取了一些符合我国国情的有意义的结论， 但起步较晚，
研究范围较窄， 相关研究仍然较为匮乏。

王春光 （２００３） 建立代际职业转移矩阵后分析发现， 尽管中国社会的职业流

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仍然存在优势职业被优势群体长期占据， 而弱势群体难

以摆脱弱势职业的现象， 从而产生社会不平等。 孙凤 （２００６） ［２３］采用郭丛斌和丁小

浩 （２００４） ［２４］根据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所建立的代际职业流动表， 引入对数线性模型

分析中国职业流动的代际效应。 结果表明， 中国城镇职业间的流动性不强， 特别在

不同职业间缺乏流动。 阳义南和连玉君 （２０１５） ［２５］使用 ＣＧＳＳ 及 ＣＬＤＳ 混合横截面

数据， 分析了我国社会流动性的演变趋势。 他们指出， 家庭社会地位对子代社会地

位的影响在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和 ２０１２年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除了对我国家庭的代际职业流动性进行测算， 已有的一些文献还从城乡地区、

户籍、 教育水平等角度对影响代际间职业流动的因素进行初步的分析。 郭丛斌和丁

小浩 （２００４） 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０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通

过引入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指数、 继承性指数和代际流入指数、 流出指数等指标对我

国职业的代际效应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进行分析， 并指出教育尤其是高等

教育对子女跨越代际效应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显著作用。 邢春冰 （２００６） ［２６］

根据 ＣＨＮＳ统计的农村样本数据， 分析中国转型时期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

流动及影响因素。 作者指出，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性有所

增加， 并分析了家庭在外就业、 所有制性质以及职业类型方面的代际相关性。 吴晓

刚 （２００７） ［２７］根据 １９９６年 “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 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

据， 研究了当代中国家庭背景对职业流动的作用， 并特别关注了城乡间的制度分割

问题。 研究发现， 教育增加了代际间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但户口性质变化的作用更

强。 在控制了教育和户口性质变化之后， 父代和子代职业之间的关系对出身城市户

口的人而言是正的， 但对于出身农村户口的人而言却是负的。 纪珽和梁琳

（２０２０） ［２８］探讨了性别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支文献来源于贸易开放与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目前只在贸易与创新、 技能溢价以及教育获得等众多与代际流动相关的

话题 上 有 所 研 究， 如 Ｙｅａｐｌｅ （ ２００５ ） ［２９］、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 ２００８ ） ［３０］、 Ｂｕｓｔ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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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３１］、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和 Ｖｏｇｅｌ （２０１２） ［３２］等， 但关于贸易开放对代际职业流动性影

响的研究甚少。 Ａｈｓａｎ和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２０１７） 首次基于印度家庭的调查数据， 探究

了 １９９１年印度贸易改革所带来的关税下降对印度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的影响。 他

们发现， 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 并且在贸易更开放的地区， 儿

子有更大的可能从事比父亲职业的社会地位更高的工作。 而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
贸易通过提高较开放地区的企业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 进而为当地的儿子提供更多

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 同时， 只有在对高技能工人需求更大的地区， 家庭增加教育

投资才能使儿子有更大的概率从事比父亲更好的职业。
总而言之， 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描述

比较， 以及对代际间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如教育投入、 人口迁移、 城乡二元结构等

的实证分析， 而系统性讨论贸易开放这一因素无论是在国外学者还是在国内学者的

研究中都十分缺乏， 只有针对印度一个国家的分析， 专注于中国国情分析的研究完

全缺失。 基于以上的讨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本文基于中国

人口调查数据， 采用 ＤＩＤ 模型， 首次指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中国家庭代际间的

职业流动性， 这是一个以往在这一领域被遗漏的视角。 着眼于此渠道， 我们估算了

贸易开放对我国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贡献大小和传导机制。 这是文献中第一次给出

对该问题立足于中国国情完整的、 系统性的分析。 第二， 我们的研究主要基于两次

人口调查的数据， 其中包含了三百多万个样本， 并根据 ＧＢ＿ Ｔ ６５６５－１９９９ 《职业分

类和代码》 中的二位分类码划分了 ７３种不同的职业， 巨大的样本容量和细致的分

类使我们的实证结果更有说服力。 第三， 贸易开放提高了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 进

而改善社会的机会公平， 这为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积极促进 “一带一

路” 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支撑点和论据， 也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

二、 数　 据

本文采用的第一支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 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口

抽样调查， 前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 包含了 １１８０１１１个样本， 后者采用分层、 多阶

段、 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 包含了 ２５８５４８１ 个样本。 两次调查均覆盖了全国

３１个省份和 ３４０ 多个城市， 提供了关于个体行业、 职业、 年龄、 婚姻状况、 户口

性质、 受教育水平情况等详细信息。
第二支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Ｓ） 数据

库， ＷＩＴＳ数据库提供了 ＨＳ 六位码层面的关税数据。 在数据处理中， 我们将

ＷＩＴＳ产品层面的关税水平转换成城市层面的关税水平， 以此作为回归方程中自

变量的主要数据。
除此之外， 要量化子女职业流动的方向， 我们必须对不同职业进行排名。 我们

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
ｔｕｓ， ＩＳＥＩ） 来衡量各职业的社会地位。 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首先由 Ｂｌａｕ 和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６７） 提出， 后又由 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等 （１９９２） ［３３］加以改进。 该指标根据各

种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 用每种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乘以相应的权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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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来， 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职业评分准则。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目的， 对原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１􀆰 样本配对与筛选

为了形成父亲与子女的有效样本配对， 我们参考了李力行和周广肃 （２０１４） ［３４］

的处理方式， 依据被调查者与户主之间的关系， 采用如下两种配对方式形成子女与

父亲的配对样本： （１） 男性户主及其子女； （２） 女性户主的配偶及其子女， 并将

调查前一周因其他原因 （除在职休假、 培训、 季节性歇业外） 未工作的样本排除。
筛选后，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５年一共有 ３７２３５４个观测值。

２􀆰 计算城市层面的平均投入关税

为了计算每个城市的平均关税水平， 我们分别参考了 Ｌｉｕ 和 Ｑｉｕ （２０１６） ［３５］以
及 Ａｈｓａｎ和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２０１７） 的处理方式， 首先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对照表 （Ｕ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Ｔａｂｌｅ） 将 ２０００年 ＨＳ六位码产品层面的关税数据转换

为 ＨＳ二位码行业层面的关税数据， 再利用下式：

τｃ ＝∑
ｎ

ｈ ＝ １

Ｌｈｃ

∑ ｎ

ｈ
Ｌｈｃ

æ

è

çç

ö

ø

÷÷ × τｈ

其中， ｃ 表示城市， ｈ 表示行业， ｎ 为城市 ｃ 的行业总数， τｈ 为行业 ｈ的关税水

平， Ｌｈｃ 为城市 ｃ在行业 ｈ 的总雇佣人数。 以每个城市每个行业 ２０００年年底的雇员数

占总雇员数的比重作为权重， 将行业层面的关税数据转换为城市层面的关税数据，
用来衡量该城市的贸易开放程度。

３􀆰 职业分类和评分

由于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中的职业分类是国家标准 ＧＢ＿Ｔ ６５６５－１９９９
《职业分类和代码》， 而已有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职业分类是依据国际标准

职业分类代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ＩＳＣＯ－８８）， 故在

构建职业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时， 我们首先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

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所提供的匹配表， 将个体的职业分类代码 ＣＳＣ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转换成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 再根据 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和

Ｔｒｅｉｍａｎ （１９９６） ［３６］提供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数据为各职业进行评分。 在稳健

性检验阶段， 我们根据 Ａｈｓａｎ 和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２０１７） 所采用方法， 构建了以教育为

基础的职业评分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中， 靠前的主要是一些从事医疗、 法律、 科研、 高等

教育、 高级公务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 靠后的主要是一些从事第一产业、 社会日常

基础服务行业的人员， 这也符合我国社会生活的实践经验。 在对各职业进行评分和

排名后， 我们将所有职业按评分从低到高分成十组， 并分别探究了 ２０００ 年父亲职

业评分处于最低水平 （第一组） 和最高水平 （第十组） 的家庭子女的职业分布情

况。 结果表明， 在父亲职业评分处于最低水平的家庭中， 子女有约 ８６％的概率从

事最底层的职业； 在父亲职业评分处于最高水平的家庭中， 子女有近 ２７％的概率从

事评分最高的两组职业。 整体而言， 中国社会代际间的职业固化问题十分突出， 代

６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际间的职业流动性依旧处于较低水平。

三、 实证分析

（一） 回归方程

我们运用回归分析， 探究了贸易开放对我国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影响。 我们使

用 ２００１年年底中国加入ＷＴＯ所带来的单边关税减让作为贸易开放的依据。 由于我

国加入 ＷＴＯ后不同城市的投入关税减让幅度差别较大， 且这种关税的减让在众多

的实证文章中通常被视为外生冲击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３７］）， 故我们采用 ＤＩＤ模型

来识别贸易开放对代际间职业流动的影响。 具体而言， 我们的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ｙｆｃｔ ＝ α ＋ βＩｎ Ｔ００ｃ × Ｐｏｓｔ０１ｔ ＋ γ１ Ｘ ｆｃｔ ＋ γ２ Ｖｃ × Ｐｏｓｔ０１ｔ ＋ λｃ ＋ λ ｔ ＋ εｆｃｔ （１）

其中， 下标 ｆ表示子女， ｃ表示城市， ｔ表示年份。
因变量 ｙｆｃｔ 是一个衡量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５ 年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虚拟变量， 当子

女的职业与其父亲的职业不同时取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同时， 为了测量子女

职业的流动方向， 我们采用了另外两个虚拟变量———职业向上流动性和职业向下流

动性， 前者当子女的职业评分比父亲的职业评分高时取 “１”， 其余取 “０”； 后者

当子女的职业评分比父亲的职业评分低时取 “１”， 其余取 “０”。 ＩｎＴ００ｃ 是城市 ｃ在
２０００年的加权平均投入关税水平， 故可以用来衡量该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 Ｐｏｓｔ０１ｔ
是一个虚拟变量， 在加入 ＷＴＯ （２００１ 年） 之前取值为 “０”， 在 ２００１ 年之后取值

为 “１”， 由于我们只有两年的数据， 故 ２０００ 年取值为 ０， ２００５ 年取值为 “１”。 Ｘ ｆｃｔ

是一系列个体层面、 与个人职业选择相关的控制变量， 包括个人的年龄、 年龄的平

方、 婚姻状况、 户口性质及父亲的受教育水平。 其中，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可以衡量

个人不可观测的由遗传得来的能力。 ＶＣ 是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 ２０００
年各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农业人口占比。 由于回归方程中的自变量是以每个城市在

２０００年年末各行业的雇佣人数占比为权重， 通过对各行业的投入关税水平加权平

均得来， 故其可能与一些城市层面的特征相关， 导致交叉项系数的估计结果有偏，
所以我们加入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来避免内生性问题。 λｃ 是城市固定效应， 用来控

制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 λ 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用来控制那些会对所有地区

产生相同影响的事件， 如商业周期。 最后， εｆｃｔ 表示随机误差项。
我们主要关注系数 β ， 若 β 显著为正， 则说明加入 ＷＴＯ 后， 贸易较开放的地

区相对于贸易欠开放的地区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更强。
（二） 回归结果

表 １为 （１） 式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表示因变量为代际间的职

业流动性的回归结果， 即当子女的职业与其父亲的职业不同时取 “１”， 反之为

“０”， 并且在第 （２） 列中加入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我们发现， 交叉项的系数

始终显著为正， 说明在投入关税减让幅度较大的地区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更强。 具

体来说， 如果一个地区的投入关税减让幅度比另一个地区高 １０％， 那么该地区子

女从事与父亲不同的职业的概率比另一地区平均增加约 ９􀆰 ５２％。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表示因变量为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性的回归结果， 即当子女的职业评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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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职业评分高时取 “１”， 其余取 “０”；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表示因变量为

代际间职业向下流动性的回归结果， 即当子女的职业评分比父亲的职业评分低时取

１， 其余取 ０， 并且在第 （４） 列和第 （６） 列中加入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我们

发现， 交叉项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更开放的地区相对于贸易欠开放的地

区子女职业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更大， 但同一地区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

的可能性比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大。 以上的回归结果说明， 贸易开放改善了地区代际

间职业固化的问题。

表 １　 贸易自由化和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流动性 流动性 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向下流动

Ｉｎ Ｔ００ｃ × Ｐｏｓｔ０１ｔ
　 　 ０􀆰 ９５２∗∗∗ 　 　 ０􀆰 ８０７∗∗ 　 　 ０􀆰 ４９０∗∗ 　 　 ０􀆰 ６５６∗∗ 　 　 ０􀆰 ４６９∗∗∗ 　 　 ０􀆰 ２１５∗∗

（０􀆰 ２７９） （０􀆰 ３２１） （０􀆰 ２３１） （０􀆰 ２７４）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５）

年龄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年龄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婚姻状况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户口性质
０􀆰 ３４２∗∗∗ ０􀆰 ３４２∗∗∗ ０􀆰 １６５∗∗∗ ０􀆰 １６５∗∗∗ ０􀆰 １７２∗∗∗ ０􀆰 １７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冲击前的城市特征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容量 １８８ ５７０ １８８ ５７０ １８８ ５７０ １８８ ５７０ １８８ ５７０ １８８ ５７０
Ｒ２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０ ０􀆰 １３４ ０􀆰 １３４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１

注： 括号内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在个体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 我们发现， 在因变量为代际间的职业流动

性和职业向上流动性的回归中， 子女年龄一次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二次项的系数显

著为负， 说明年龄对代际间职业流动性和职业向上流动性的影响呈现倒 “Ｕ” 型关

系， 但在因变量为职业向下流动的回归中不显著； 子女的婚姻状况在因变量为代际

间的职业流动性和职业向下流动性的回归中显著为正， 而在职业向上流动的回归中

不显著， 说明已婚的子女更有可能从事与自己父亲不同的职业， 但其所从事职业的

社会地位要比父亲职业的社会地位低； 子女户口性质的回归系数始终为正， 说明非

农户口的子女相较于农村户口的子女有更高的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 这也与国内现

有文献 （王春光， ２００３； 吴晓刚， ２００７）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究其原因可能是户

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村子女在择业时受到更多的限制； 最后， 父亲受教育水平的系数

在因变量为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和职业向下流动的回归中显著为正， 而在职业向上

流动的回归中显著为负， 说明父亲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越强，
但主要是向下流动， 原因可能是在父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 父辈对子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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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投入较大， 故子女从事与父亲不同的职业的可能性越大， 但由于其父亲职业的社

会经济地位已经很高， 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空间较小， 因此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与子

女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呈负相关关系。
（三） 机制分析

我们探究了贸易增加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性的渠道。 贸易更开放的地区， 子女

有更大的概率从事比父亲职业社会地位更高的工作： 其一， 由于贸易增加了较开放

地区的竞争程度， 进而提高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增加子女从事高等职业的

机会； 其二， 由于贸易开放提高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溢价 （ 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进而促使贸易更开放地区的家庭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较高的受教育水

平使其有更大的可能从事社会地位高的职业； 其三， 贸易开放提高代际间的职业向

上流动性可能是个体自我选择迁移到较开放地区的结果。 最终的实证结果表明， 贸

易影响代际间的职业向上流动性的第一条渠道和第三条渠道成立， 而第二条渠道不

成立。
对于第一条渠道， 如果关税减让增加了较开放地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那

么贸易较开放地区的子女就应该有更大的概率在技能型行业工作。 因此， 我们使用

２０００年每种职业中学历为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和研究生及以上的职工人数占总雇

佣人数的比重来衡量每种职业的技能密度， 将其与 ２００５ 年的样本进行匹配。 使用

２０００年的数据构造职业的技能密度， 保证了职业的技能密度不受我国加入 ＷＴＯ的

影响。 接着我们将 （１） 式的因变量变为子女职业的技能密度， 同时， 为了与第三

种机制进行区分， 我们排除了有迁移历史的样本， 重新回归了 （１） 式。
表 ２第 （１）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在贸易更开放的地区， 子女职业的技能密度

更大。 根据 Ａｇｈｉｏｎ等 （２００９） ［３８］的结论， 越来越多外国企业和商品进入本国市场

会导致那些更接近技术前沿的现存企业增加其研发投入， 而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

现存企业则减少其研发投入。 ２００１ 年年底我国加入 ＷＴＯ， 实行了单边的关税减

让， 降低了外国企业和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 一方面， 贸易较开放地区的企

业， 往往都是更接近技术前沿的企业， 竞争的加剧会促使他们进行更多的研发活

动， 进而增加他们对技能工人的需求， 使得在贸易更开放地区的子女有更多的机

会到这些社会地位高的行业进行工作， 故在贸易更开放地区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

的可能性更大。 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处在贸易欠开放地区的企业， 它们远离技术

前沿， 外国企业和商品的进入使得他们得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外国先进的技术，
因此他们会降低自己的研发投入， 故在贸易欠开放地区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的可

能性较小。
对于第二种机制， 如果贸易开放增加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进而提高子女

从事高级职业的可能性， 我们应该能观测到在贸易更开放的地区， 子女的受教育水

平有更大的概率比其父亲的受教育水平高。 换句话说， 在子女比父亲受教育水平高

的地区， 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我们检测了在贸易更开放的地区

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是否有更大的概率比其父亲的受教育水平高。 我们将 （１） 式的

因变量设定为， 当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比父亲高时取 “１”， 反之取 “０”， 其余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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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不变， 然后重新回归了 （１） 式。
根据表 ２第 （２） 列的结果， 贸易开放不仅没有提高子女受教育水平高于其父

亲的概率， 反而使之下降。 这与 Ａｔｋｉｎ （２０１６） 对墨西哥的研究结果一致， 他发现

随着贸易开放导致当地出口制造行业的扩张， 学生的辍学率也在提高， 原因在于贸

易提高了学生受教育的机会成本。 这说明贸易并非通过提高子女受教育水平来提高

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性， 第二条影响渠道不成立。

表 ２　 机制分析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技能密度
受教育水平的
向上流动性

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

Ｉｎ Ｔ００ｃ × Ｐｏｓｔ０１ｔ
　 ０􀆰 ２５９∗∗∗ 　 －０􀆰 ５７３∗∗∗ 　 １􀆰 ０２０∗∗∗ 　 ６􀆰 ５２５∗∗∗

（０􀆰 ０５５） （０􀆰 １３４） （０􀆰 ３４７） （０􀆰 ５８５）
样本容量 １８５ ０４１ １９６ ３４２ １９６ ３４２ １３ ５８３

Ｒ２ ０􀆰 ２３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３　 ０􀆰 １６２　

注： 括号内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对于第三种机制， 如果贸易自由化促使更多人向较开放地区迁移， 那么贸易更

开放的地区就应该有更多的外来人口。 换句话说， 对于有迁移历史的子女， 代际间

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我们首先检测了贸易开放是否促进了人口在各城

市间进行迁移。 我们将 （１） 式的因变量设定为， 当子女的现住地和出生地不同时

取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其余变量保持不变， 然后重新回归了 （１） 式。
表 ２中第 （３）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人口的迁移， 即在贸

易较开放的地区， 子女的现住地与出生地不同的概率更大。 接着， 我们只保留有迁

移历史的样本， 重新对 （１） 式进行回归。 根据表 ２第 （４） 列的结果， 我们发现，
在有迁移历史的样本中， 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代际间的职业向上流动性， 且回归系

数远大于表 １中的用全部样本回归得到的系数。 由此可见， 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人们

向更开放地区的迁移， 使这些迁移人口普遍有更大的概率从事比自己父亲更高级的

工作。
基于以上的讨论分析我们发现， 贸易虽然使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有所下降， 但却

提高了子女从事更高级职业的概率。 这说明贸易开放可以改善劳动力市场人才禀赋

错配的问题。 由于劳动力市场摩擦等因素， 一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子女并不能从事

与其能力相匹配的职业。 随着贸易的开放，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靠近技术前沿的企

业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进而使那些原本受教育水平较高但从事低端工作

的子女得到更多从事高端工作的机会， 而贸易欠开放地区的子女也可以通过向贸易

较开放地区迁移来获得这一机会。 因此， 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力市场

人才禀赋错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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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 异质性分析

我们采用三重差分模型， 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检

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在异质性分析中， 我们采用各城市 ２０００ 年的平均输入关税水平、 时间虚拟变

量和性别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 其中， 儿子的性别虚拟变量取值为 “１”，
女儿取值为 “０”， 以探究贸易开放对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影响是否会有性别差异。

表 ３第一行的回归结果表明， 在贸易较开放的地区， 女儿相对于儿子有更大的

概率从事与父亲不同的职业。 具体而言， 女儿相对于儿子有更大的概率从事比父亲

社会地位高的职业， 儿子相对于女儿有更大的概率从事比父亲社会地位低的职业。
这说明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女性的就业状况。

表 ３　 异质性分析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流动性 流动性 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向下流动
Ｉｎ Ｔ００ｃ × Ｐｏｓｔ０１ｔ ×

Ｓｅｘｆ
－０􀆰 １９３∗∗∗ －０􀆰 １９４∗∗∗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年龄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年龄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婚姻状况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户口性质
０􀆰 ３４１∗∗∗ ０􀆰 ３４１∗∗∗ ０􀆰 １６３∗∗∗ ０􀆰 １６３∗∗∗ ０􀆰 １７３∗∗∗ ０􀆰 １７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冲击前的城市特征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容量 １８８ ５７０ １８８ ５７０ １８８ ５７０ １８８ ５７０ １８８ ５７０ １８８ ５７０
Ｒ２ ０􀆰 ２５１ ０􀆰 ２５１ ０􀆰 １３５ ０􀆰 １３５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１

注： 括号内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二） 平行趋势检验

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前， 我们首先检验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 双重差

分模型的准确性要求若不存在 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ＷＴＯ这一外生冲击， 处理组和对照

组的被解释变量会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我们首先计算了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５ 年各城市

的代际职业流动占比、 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占比和代际职业向下流动占比， 分别表示

为调查样本中各城市子女职业与其父亲不同、 子女职业评分高于其父亲以及子女职

业评分低于其父亲的人口占该城市总人口的比重。 接着， 我们利用线性插值， 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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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扩展至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 最后， 根据 Ｄａｉ 等 （２０１８） ［３９］， 我们进行了如下回归：

ｙｃｔ ＝ α０ ＋ α１ｄ ｕｃ ＋ ∑
２００５

ｋ ＝ １９９８
αｋｄ ｕｃ ｐｏｓｔｋ ＋ λ ｔ ＋ εｃｔ （２）

其中 ｄ ｕｃ 为虚拟变量， 当城市的关税减让幅度大于等于样本中位数时取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ｐｏｓｔｋ 为表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的年份虚拟变量。
回归结果如图 １ 所示， 图中的系数表示关税减让幅度较大的城市 （处理组）

相对于关税减让幅度较小的城市 （对照组） 各年的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相对于 １９９７
年的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国加入 ＷＴＯ （２００１ 年） 以前， 处理组和对照组的

代际间职业流动性、 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性以及代际间职业向下流动性均无显著差

异， 而在我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 各年的系数才开始显著异于 “０”， 表明双重差分模

型的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图 １　 贸易开放与代际间职业流动性关系的变化趋势

（三） 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 线性概率模型可能会产生较大偏误。 普遍

的做法是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和 Ｌｏｇｉｔ模型， 前者假设回归方程中的随机扰动项服从标椎正

态分布， 后者假设随机扰动项服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布。 因此，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我们

首先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和 Ｌｏｇｉｔ模型来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中的系数为平

均边际效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可以看到， 第一行投入关税前的系数均显著

为负， 说明贸易开放对代际间职业流动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一结果与 （１）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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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结果一致。 具体而言， 投入关税下降 １％， 代际间职业流动、 职业向上流动

和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分别会提高 ２􀆰 ２４３％、 １􀆰 ３５４％和 ０􀆰 ８５５％。

表 ４　 Ｐｒｏｂｉｔ和 Ｌｏｇｉｔ回归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Ｌｏｇｉｔ模型
流动性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流动性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投入关税
　 　 －２􀆰 ２４３∗∗∗　 　 －１􀆰 ３５４∗∗∗　 　 －０􀆰 ８５５∗∗∗　 　 －２􀆰 ２６４∗∗∗　 　 －１􀆰 ３３７∗∗∗　 　 －０􀆰 ８１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２）

年龄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年龄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婚姻状况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户口性质
０􀆰 ３４８∗∗∗ ０􀆰 １５８∗∗∗ ０􀆰 １１４∗∗∗ ０􀆰 ３４６∗∗∗ ０􀆰 １５４∗∗∗ ０􀆰 １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父亲的受
教育水平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冲击前的城市特征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容量 １６７ ７２５ １６７ ７２５ １６７ ７２５ １６７ ７２５ １６７ ７２５ １６７ ７２５
注： 括号内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其次， 我们利用一个安慰剂检验， 排除了事前存在的趋势的影响。 我们担心，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原本就存在逐年上升的趋势，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只是恰好识别了

这一事前存在的趋势， 故我们假设我国加入 ＷＴＯ 的时间在 ２００３ 年年末， 使用

２００３年的加权平均投入税率作为每个城市的初始税率， 重新对 （１） 式进行回归。
若我们的担心成立， 则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应该也显著为正。 在表 ５ 的回归结果中，
交叉项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贸易导致的代际间职业流动的增加并非由事前存在的

趋势所引起， 即我们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５　 安慰剂检验

因变量
（１） （２） （３）

流动性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Ｉｎ Ｔ０３ｃ × Ｐｏｓｔ０３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３ ０􀆰 １１８
（０􀆰 ２４５） （０􀆰 １９０） （０􀆰 ０７６）

样本容量 １９３ １７８ １９３ １７８ １９３ １７８
Ｒ２ ０􀆰 ２４９ ０􀆰 １３３ ０􀆰 １２０

注： 括号内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

此外， 我们担心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择业过程中会受到各种限制， 从而并不能享

受到贸易开放带来的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改善， 所以我们专门分析了较贫困家庭的

情况。 我们筛选出父亲的职业得分处于中位数以下水平的子女， 重新对 （１） 式进

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６所示。 表 ６第一行的回归结果始终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开

放提高了父亲职业地位处于较低水平的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 且职业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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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系数大于表 １中用全部样本的回归系数， 说明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较贫困家

庭子女从事高级工作的概率， 从而促进了社会公平。

表 ６　 较贫困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

因变量
（１） （２） （３）

流动性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Ｉｎ Ｔ００ｃ × Ｐｏｓｔ０１ｔ
０􀆰 ７５６∗∗ ０􀆰 ７７１∗∗ ０􀆰 ０７５
（０􀆰 ３２７） （０􀆰 ３０６） （０􀆰 ０５５）

样本容量 １６２ ９０６ １６２ ９０６ １６２ ９０６
Ｒ２ ０􀆰 ２３８ ０􀆰 ２０９ ０􀆰 ０２５

注： 括号内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 ∗∗代表系数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五、 结　 论

本文重点关注贸易开放与我国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关系， 依据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和 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 采用 ＤＩＤ 模型， 探究了贸易开

放对我国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影响， 并分析了贸易开放增加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性

的传导机制。 我们发现， 贸易越开放的地区，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越强。 贸易开放

既增加了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也增加了子女职业向下流动的可能性。 这一

实证结果在以下四种情况中都具有稳健性： 采用不同的回归方法、 只保留父亲职业

评分低于中位数的子女、 采用不同的职业评分方法和采用不同的衡量贸易开放度的

指标。 机制分析表明， 贸易一方面通过增加较开放地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

增加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通过促进个体向较开放地区迁移进而提

高代际间的职业向上流动性， 但贸易并没有通过提高子女受教育水平这一渠道来提

高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
关于贸易开放与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的关系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本文无

法面面俱到， 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维度考察： （１） 本文只采用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５
年两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不能揭示贸易开放导致的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变化趋

势， 故可以采用更大的时间跨度来较为全面的分析贸易开放对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

影响； （２） 本文只考察了三种贸易开放影响代际间职业流动性的渠道， 今后的研

究可以讨论更多可能的影响机制。 在可获得更多数据的基础上， 还可以讨论如贸易

是否通过促进户籍制度改革、 国企招聘制度改革进而提高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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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２） 􀆰
［１８］ ＭＥＹＥＲ Ｊ Ｗ， ＺＡＧÓＲＳＫＩ Ｋ􀆰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ｎ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９， ８４： ９７８－９８６􀆰
［１９］ ＫＷＩＣＫ 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 Ｊ］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８６－１１０􀆰
［２０］ ＢＥＨＲＭＡＮ Ｊ Ｒ， ＧＡＶＩＲＩＡ Ａ， ＳＺ􀆔ＫＥＬＹ Ｍ， ＢＩＲＤＳＡＬＬ Ｎ， ＧＡＬＩＡＮＩ Ｓ􀆰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２００１， ２ （１）： １－３１􀆰
［２１］ ＥＭＲＡＮ Ｍ Ｓ， ＳＨＩＬＰＩ 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Ｎｅｐ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０， ４６ （２）： ４２７－４５８􀆰
［２２］ ＪＩ Ｔ􀆰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Ｊ］ ． Ｂ􀆰 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１） 􀆰
［２３］ 孙凤 􀆰 职业代际流动的对数线性模型 ［Ｊ］ 􀆰 统计研究， ２００６ （７）： ６１－６５􀆰
［２４］ 郭丛斌， 丁小浩 􀆰 职业代际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的作用 ［Ｊ］ 􀆰 经济科学， ２００４ （３）： ３４－４０􀆰
［２５］ 阳义南， 连玉君 􀆰 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４ （４）： ７９－８２􀆰
［２６］ 邢春冰 􀆰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６ （９）： １０３－１１６􀆰
［２７］ 吴晓刚 􀆰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Ｊ］ 􀆰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７ （６）： ３８－６５􀆰
［２８］ 纪珽， 梁琳 􀆰 代际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Ｊ］ 􀆰 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 （０２）： ２５－４８􀆰
［２９］ ＹＥＡＰＬＥ Ｓ Ｒ􀆰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Ｆｉｒ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６５ （１）： １－２０􀆰
［３０］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Ｅ Ａ􀆰 Ｔｒａｄ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ｇ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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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１２３ （２）： ４８９－５３０􀆰
［３１］ ＢＵＳＴＯＳ Ｐ􀆰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 ｏ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ｉａｎ Ｆｉｒｍ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１， １０１ （１）： ３０４－３４０􀆰
［３２］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 Ａ， ＪＡＶＩＥＲ Ｃ， ＶＯＧＥＬ Ｊ􀆰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ｂｉ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５ （２）： ３２－７１􀆰
［３３］ 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Ｈ Ｂ， 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Ｐ Ｍ， ＴＲＥＩＭＡＮ Ｄ Ｊ􀆰 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Ｏｃｃｕ⁃

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２， ２１ （１）： １－５６􀆰
［３４］ 李力行， 周广肃 􀆰 代际传递、 社会流动性及其变化趋势———来自收入、 职业、 教育、 政治身份的多角度

分析 ［Ｊ］ 􀆰 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 （５）： １１－２２􀆰
［３５］ ＬＩＵ Ｑ， ＱＩＵ 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Ｆｉｌｉｎｇ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０３： １６６－１８３􀆰
［３６］ 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Ｈ Ｂ， ＴＲＥＩＭＡＮ Ｄ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９８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 ２５ （３）： ２０１－２３９􀆰
［３７］ ＢＬＯＯＭ Ｎ， ＤＲＡＣＡ Ｍ，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 Ｊ􀆰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６， ８３ （１）： ８７－１１７􀆰
［３８］ ＡＧＨＩＯＮ Ｐ，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Ｒ，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Ｒ， ＨＯＷＩＴＴ Ｐ， ＰＲＡＮＴＬ 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ｙ ｏｎ Ｉｎｃｕｍｂ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９１ （１）： ２０－３２􀆰
［３９］ ＤＡＩ Ｍ， ＨＵＡＮＧ Ｗ， ＺＨＡＮＧ Ｙ􀆰 Ｈｏｗ ｄｏ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Ｚ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１４２８， ２０１８􀆰

（责任编辑　 刘建昌）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ＪＩ Ｔｉｎｇ　 ＰＡＮ Ｙｕ　 ＬＩＮ Ｆａｑ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０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０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
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ｒａｉ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ｕｐｗａｒ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
ｚ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ｔｏ ｍｉｇｒａｔｅ ｔｏ ｔｒａｄｅ⁃ｏｐ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ｆｉｎｄ⁃
ｉｎｇ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ｆｉ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ｍｐｔｓ ｕｐｗ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
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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